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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及其构造探析

陈海嵩

摘 要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采取的一项重

大改革举措和制度创新，具有显著中国特色，并在实践中取得明显成效。以2019年《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的发布为标志，目前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经形成相应长效机制，

同时还需要在法治轨道上加以持续推进，从制度化进一步走向法治化、体系化，构建完善的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与法治体系，保障其不断向纵深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具有

政治与法律双重属性，在生态文明建设及环境治理现代化中具有复合型功能，促进了生态环

境法治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充分融合。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的具体构造，包

括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两个层面：前者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主体、督察对象、督察内

容等核心要素，需立足于宪法上央地事权划分的基本原理，形成完善的“中央—省”两级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立法；后者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一般程序、简易程序、特殊程序等不同层面

的程序性规则，通过全覆盖形成完备的程序指引和程序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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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一项具有显著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制度措施，其起源于区域环保督察、综合督

查、环境监察等制度，形成环保督察制度并在实践中加以适用，经历了多次制度转型［1］（P176）。2016 年

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督促、监督地方党委和政府切实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解

决重大环境问题上取得了明显成效，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落实新发展理念的主动性明显增强，扭转了传

统上发展与保护“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2］（P9）。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得到

深入发展，原有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一步提升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设立了专门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办公室，各地随后也开展了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以下简称“中

办”）、国务院办公厅（以下简称“国办”）发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以党内法规形式明确了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制度构成、程序规范、权限责任等内容，同时确立了中央和省级两级督察体制；

全国各省相继出台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地方性党内法规，即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出台《XX省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工作实施办法》。这些内容构成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制度框架和主要内容，形成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的长效机制，在实践中也取得突出的绩效［3］（P85）。2022年中办、国办发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整改工作办法》，明确了督察整改的相应制度措施。当然也应注意，根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要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不能停留在制度建设阶段，需要在法治轨道上进

一步发展、深化，从制度化进一步走向法治化、体系化，最终形成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和法

治体系，推动中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步上新台阶。本文即对此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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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双重属性及总体构造

构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必须围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这一富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制度

内涵及其运行机理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进行，通过分析并证成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生态文明法治体

系中的定位与功能，方能为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与法治体系奠定理论基础。

（一）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双重属性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及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而不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

色的制度安排，通过制度试点不断加以完善，是渐进主义改革路径中生成的制度变革［4］（P15），其最为核

心的要素是政治权威的强力介入，即以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对地方党委和政府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

的情况进行督察，充分利用了中央在地方人事权与惩戒权上的总体性保留及基于党管干部的一整套权

力机制，对各地党政领导干部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和行为强制，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体检”。从国家治理

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角度看，上述方式是对国家作为政治主体“专断性权力”的充分运用，还需要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逐步纳入国家治理的“常规性权力”之中。随着2019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

作规定》的发布与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法治化建设取得突破，形成较为稳定的法律规则体系，依法推

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向纵深发展。根据本研究的前期调研，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办六局”的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织体系，即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和生态环境部六个区域督察局，构成了开展

各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核心力量。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组织了相应的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机构及专门队伍。这些因素决定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涉及党、政两大领域，具有政治与法律双重属

性，既是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政治行为，也是具有规范性要求的法律规则，需要在遵循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总体要求下，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法律法规体系予以准确定位，从而为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法律法规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撑。

（二）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的内部构造

这里说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是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自身运作所涉及的规范形态，其不是事

无巨细的琐碎规定，而是将影响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顺畅运转的最为核心的技术、流程和措施上升到法律

层面，特别是要通过对督察主体、督察对象、督察内容、督察程序、督察问责、后续监督等基本要素的系统

化规定及整体联动，使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全过程都能在既定、完备的实体法治和程序法治轨道上稳定

运行。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的具体构造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在实体法层面上，需要在宪法央地

关系的整体框架中，合理分配本领域中央及省级立法权限，明确两者在不同情形下的相互关系，进而完

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省”两级立法，对各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主体、督察对象、督察内容进行针

对性的规定；在程序法层面上，基于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运行的全过程，明确例行督察及“回头看”、专项督

察、定点督察的程序规则，确认派驻监察的特殊规则，形成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一般程序、简易程序、特

殊程序“全覆盖”的法律规则构造。上述两个方面是构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的核心内容，下文

予以专门展开。

（三）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的外部构造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的外部构造是指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与相关法律制度进行互动所形成的

规范形态。基于法治体系整体性的要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法律法规体系不仅仅需要完备的内部构造，

也需要形成协调统一的外部关系，通过与外部法律法规的衔接与协调，保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有效实

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实践中，与已有的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和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着一定重合或联动关系。相对于前述三类环境法律制度，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具

有重监督、综合性强的特点，在具体职能的分配、综合管理的便利性与专业管理的技术适应性等方面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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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能的冲突。为了解决这种潜在冲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应当基于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协同需求，

建立合理分工、相互配合、整体提升的协同机制。如何对制度协同性需求予以落实，也是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规范体系所需要考虑的方面。

限于篇幅，本文仅从一般意义上对此问题进行分析。总体而言，就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与综合行政执

法的关系而言，两者相互协同的核心在于涉及线索收集、调查取证、监督管理等重合职能时，权力运行边

界的合理分隔以及相互协同配合范围的划分。就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相互关系而

言，通过督察发现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是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生态环境损害索赔的重要来源和依据，需要在

案件移送上建立联动和协作的法律机制。同时，也需要与《民法典》中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相关规定加

以衔接［5］（P65）。就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与环境公益诉讼关系而言，根据环境公益诉讼主体不同而有一定

差别：针对检察机关而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应不影响其独立行使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职权（包括民事

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这是两者相互协同的核心；针对社会组织而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开展并

不直接与其发生联系，而是通过督察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帮助有关社会主体获得生态环境损

害、环境违法情况，协助其开展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规范依据及其功能

总体上看，构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及法治体系的前提和基础在于明确该制度的规范依据，

并明晰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所具有的复合型功能。

（一）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规范依据

在中国生态文明法治体系整体视野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规范依据呈现多元主义的特征，既包括

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法律，也包括党内法规、党的权威政策文件等，这在法理上属于现代治理体系中的多

元规范［6］（P85）。这些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领域均具有规范效力，需要进行全面的识别和梳理，由此明

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供给的现状。具体的规范供给情况参见表1。

根据该表，目前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规范依据中，除《环境保护法》属于传统的国家法律体系的范畴

外，其余均属于党内法规或党的重要规范性文件，这一现状与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所具有的双重属性有关

（下文将详细述及）。从规范实施的角度来看，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具体执行性规则主要依据来自于中

办、国办联合发布的规范文件，即学界所称的党政联合发文，是实现党领导国家政权和党政双轨权力整

合的制度形态［7］（P5）。其中，最为直接的依据是前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以及各省出台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实施办法（或实施细则）。从规范制定的主

体来看，这些规定在性质上有的属于党内法规、有的属于党内规范性文件以及行政规范性文件［1］

（P180），在规范效力上等级不一，但在党政体系内部都具有实际约束力。同时，其与严格意义上具有普

遍适用效力的国家立法在制定程序、表现形式、可预测性和规范内容上也有一定差别。

（二）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复合性功能

基于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规范依据与生成逻辑，可以看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具有多个面向的特征

与属性，这决定了其在生态文明总体系统中的复合性功能。

首先，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具有明显的政治功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为基本遵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高质量发展为

重点，通过对地方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监督，形成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行为强

制，迫使其扭转“重经济、轻环保”的传统认识，使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到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意识之中，凝

聚政治共识，迫使其改变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和行动。高级别政治权威的介入和对党内政治监督手

段措施的借鉴，是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能够迅速取得成效的核心要素，体现了其作为中国生态文明政治中

的一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志，具有形塑政治共识、增强政治势能的功能。因此，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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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及环境治理绩效取得了明显的提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的所驱动的环境治理整体性势能［8］（P35）。

其次，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也具有显著的法治功能。从制度生成机理看，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所针对的

现象，是一直以来环保政治共识匮乏而导致的环境法律实施的不足与落差。这决定了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是实现环境法有效实施的核心举措，必然具有法律属性。通过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迫使地方政府严格、

主动、积极履行环境保护职责，要求环境执法从选择性执法转向严格执法、从消极被动执法转向积极主

动执法，要求地方党委和政府作为生态环境法治的主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履行职责，体现了现

代法治从规范主义向功能主义的拓展，体现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作为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中的一环，具有

动态的法治实施功能。

综上所述，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所具有的双重属性及其复合功能使得我们必须注意到单纯的规范主

义认识进路的缺陷。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全面考察，既不能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属性否定其

在生态文明法治体系中的规范效力，也不能从纯粹的实证法角度无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内涵。

在应对现代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时，传统注重形式合法性的执法监督手段往往难以适应，故需要借助政

治权力实现实质化与合理性的监督。从法治体系角度理解，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过对行政执法空间的

实质化拘束填补了生态法治实质与形式的隔阂，促进了生态环境法治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充分

融合，具体体现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党政领导干部相应决策的拘束功能、促进生态环境执法程序规范

化功能、对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中央—地方”职权的再分配功能、环境执法与环境司法关系的再协调功能

表1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依据及其主要内容

名称

《环境保护法》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意见》

《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

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整体方

案》

《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

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

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

核办法》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规定（试行）》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

作规定》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

改工作办法》

发布时间

2014年5月

2015年4月

2015年8月

2015年8月

2015年8月

2015年9月

2016年9月

2016年12月

2017年6月

2019年6月

2022年4月

发布主体

全国人大常委会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办、国办

中办、国办

中办、国办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办、国办

中办、国办

中办、国办

中办、国办

中办、国办

主要相关内容

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上

级人民政府及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人民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督。

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负总责。

建立环保督察工作机制，严格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等。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本地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负总

责，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成员承担主要责任。

规范党的巡视工作和强化党内监督。

实行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成员生态文明建设一岗双责制。

明确对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有关领导人

员、部门负责人的追责情形和认定程序。提出终身追责

制，建立环境保护督察制度。

地方党委和政府对本地区生态环境负总责，建立健全职责

分明、分工合理的环境保护责任体系，加强监督检查，推动

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进行

评价考核。

探索并逐步完善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审

计对象主要是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干部。

强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立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的顶层设计和总体框架。

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长效机制，形成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的督察整改管理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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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

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省”两级立法及实体性规则构建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第39条规定：“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实行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两级督察体制”，这确立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省”两级基础框架。为贯彻落实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的精神，确保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与实践有法可依，首要之处在于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立法体

系。根据我国“一元二级多层次”的立法体制，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省”两级立法是兼顾中央法治

统一性要求与地方治理自主性要求的核心环节。在合理分配中央与省级立法权限的基础上，完善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省”的两级立法，是构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的先决性、基础性任务。

为此，本部分基于我国宪法上央地关系的总体要求，结合各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不同定位，阐明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省”两级立法的相互关系，并在“中央—省”两级立法内在关系指引下，对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主体、督察对象及督察内容等实体性问题的予以研究，构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实体性规范

体系。

（一）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立法与省级立法的总体关系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省”两级立法的相互关系的厘定，需要立足于宪法上的中央和地方立法

权限划分，在对我国宪法上央地关系条款进行解释的基础上进行。我国《宪法》第3条第4款的规定，是

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依据。其中，“统一领导”和“积极性与主动性”的不同指向构成了理解央地

关系的实质要素，应对其规范内涵作出解释，明确该条款在中央与地方立法事权分配实践中的规范价

值［9］（P58）。具体而言，根据“统一领导”所蕴含的中央法治统一性要求，可以明确中央立法的方向及任

务；而根据“积极性”和“主动性”所蕴含的地方治理自主性要求可对省级立法方向及任务提出指引。但

是，宪法中“两个积极性”条款对央地关系的原则性规定，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匹配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

法治化需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一种超越传统科层逻辑的新型治理机制，应从其行动意义出发来描

述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省”两级立法的关系，而不能仅靠简单的演绎论证方法。为此，研究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中央—省”两级立法的关系需要放置于动态发展的视角中，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开展的实

践要素进行归纳，从而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省”两级立法的关系作出适应性描述。由于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制度中督察主体、督察对象和督察内容等方面立法事项的性质具有较大差异，各自的规范化

需求不一，故应在明确各实体性立法事项不同特征的基础上，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省”两级立法

的关系予以具体认定，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立法在统一性和灵活性上的统筹兼顾。

（二） “中央—省”两级立法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主体的设置

就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主体的立法要求而言，一是要明确其立法的重心，二则需根据督察主体的规定

性特征明确“中央—省”两级立法的权限。为此，需要首先对目前各地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专门立法中

所列举的主体类型予以识别和归纳。

1.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主体的立法事项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主体的立法事项应包括督察机构、督察工作人员及督察权限三方面。为此，可从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实践出发，对中央及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定中的督察主体进行识别，从设置依

据、组织权威、职权范围、运行机制等方面归纳督察主体的工作特征及其完善需求。在督察结构及其工

作人员的规定方面，各省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立法在组织结构的规定上基本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规定》保持一致，除北京市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小组设于在市委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之下外，

基本形成“领导小组—督察办公室—督察组”的三层组织体系，同时督察领导小组的组成部门也基本一

致。但在机构领导的产生方式上，各地则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可以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明确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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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领导小组的组长及副组长人选，如《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实施办法》规定领导小组组长由省

委书记、省长担任，副组长由相关省领导担任，安徽省和北京市也采取了类似的规定方式；第二种情形，

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采取类似的方式，如在山西和贵州，相关细则或实施办法规定领导

小组组长、副组长由省委、省政府研究确定；第三种情形，如在江西和四川，相关细则或实施办法对领导

小组组长、副组长的产生并未作出规定。

在督察职权的规定方面，中央与各省相关立法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与督察主体三层组织体系相

配套，形成了“组织协调—日常工作/具体组织实施—承担具体任务”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职责体系，地

方的相关规定主要是贯彻中央的精神，对此并未作出调整。但是也应看到，目前有关督察主体的权责规

定还主要限于统一性授权规定，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作为一种系统性的治理过程，其在各环节的具体职责

及其行使的条件和方式缺乏明确的规定，容易使得督察主体的概括授权的情况下产生越权与不作为，影

响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预期实效。

基于此，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主体立法的内容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完善：首先，在督察机构方面，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主体立法需要明晰“督察领导小组—督察办公室—督察组”三重组织结构间的法律关系

及设立方式；在督察工作人员方面，根据其工作职责，将督察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以及组成部门、督察

办公室工作人员与督察组组长、副组长及其成员等具体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人员进行分类。其次，

在督察权限上，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要求，提炼和归纳督察工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职责与权

力，并明确其在各环节适用的时限与程序。在完成类型化工作的基础上，从法治国家建设、法治政府建

设的要求出发，提炼督察专门机构在组织法保障、督察工作人员职权的独立行使以及明晰督察主体权限

等方面的立法需求。

2. “中央—省”两级立法在督察主体事项上的权限配置及其实现

根据中央及地方立法事权划分的基本原理，结合督察主体事项的性质、影响范围、重要程度及调整

方法等方面的因素，明确中央及省级立法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主体设置方面的权限。从央地事权分配

的标准来看，督察主体的设置是集中体现督察政治属性、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关键环节。研

究也指出，专业督察队伍的深入完善是当前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一个重要任务［10］（P203）。因此，督

察主体事项不能由地方各行其是，宜由中央立法作出规定。同时，由中央立法对督察主体的设置作出规

定也符合《立法法》所规定的法律保留、法律优先原则，即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专门机构及其职权配置应由

法律（狭义）作出规定，属于中央立法专门事项。基于此，本文认为：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立法中关于督

察主体事项的权限分配上，有关督察机构、督察工作人员与督察权限等具体问题的规定应由中央层面的

立法作出，省级立法可就相关内容制定实施性规则，但对此并无创制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作为一种贯

彻中央意志以实现对地方治理目标及策略予以校准的新型环境治理机制，需要确保不同层级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主体的同构性；将督察主体作为中央专属立法权限是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统一高效实施的

组织保障，以防止地方立法擅自进行创制性规定对同构性组织体系作出不当调整，从而影响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中央意志的向下传达与督察举措的有效实施。

根据上述立法权限配置的总体要求，相应的中央及省级立法应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专门机构、督察

工作人员等事项作出明确规定，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主体的规范化、体系化。具体包括：其一，针对督

察专门机构，为解决督察机构的组织局限性问题，相应立法应确立督察机构的性质和地位，明确其产生

方式与职责属性，其中最为核心的是通过中央立法明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机构在我国总体党政机构中

的地位，保证其职权范围可以涵盖地方党委和政府，以符合“党政同责”的基本原则。其二，针对督察工

作人员，重点明确督察机构领导人选及一般工作人员的任选条件及方式。对于督察机构的领导人选，中

央立法应明确各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级别，避免“低配”问题，同时明确产生及任免

的方式。对于一般工作人员，为推进督察专业化队伍建设，中央立法应对其资格要件及基本素质要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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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明确规定，同时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可就具体任职资格要件是否适用《公务员法》以及具

体的适用方式作出明确规定。

（三） “中央—省”两级立法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象的规定

督察对象的特殊性是理解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法治体系特征及独特价值的核心要素，督察对象立法

的应首先明确督察对象的范围。在总体意义上而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象范围涵盖党、政两大系统。

从理论上讲，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范围应该涵盖所有可能阻碍党中央意志贯彻的主体。但是任何制度

资源都是有限的，需要抓住关键主体予以规制。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象的立法应基于权责一致的基本

原则，在对相关主体进行规范评价的基础予以选择，并在相应立法中进行明确，保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活动的可预期性，提高督察各项措施的规范化水准。

同样，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象立法的前提，还需厘清“中央—省”两级立法在督察对象事项上的

权限配置。对此，需要根据中央及地方立法事权划分的基本原理，结合督察对象事项的性质、影响范围、

重要程度及调整方法等方面的因素，明确“中央—省”两级立法在规定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象方面的权

限。由于督察对象范围的设定将框定承担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主体范围，进而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落

地”产生实质影响。基于法治统一性和地方自主性之间的互动原理，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立法而

言，宜对督察对象的概念范畴以及认定标准等一般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明确督察对象的基础性范围，严

格执行党中央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意图，避免省级立法不当限缩而偏离制度的预期功能。而

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省级立法而言，基于宪法中央地关系“两个积极性”要求，督察对象范围的具体设

定应给省级立法留有适当空间，其应在遵循中央立法对督察对象基本界定的基础上，规定符合自主性需

求的督察对象。因此，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象这一立法事项属于中央与地方共同立法事权，但应遵循

“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基本原则，地方立法的权限限于在遵循中央对督察对象概念范畴及认定标准做

作规定的基础上，根据地方组织的现状予以实施性、补充性调整。

就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立法内容而言，由于督察对象的规定将框定承担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主体

范围，因而立法的重心在于通过不同的立法方式明确督察对象的范围。一般而言，立法对某一事项进行

规定通常采取概括或列举的方式。目前中央及省级相关规定在督察对象时主要采取列举的方法，在明

确范围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督察活动的灵活性。为此，应改变单纯采取列举方式对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对象作出规定的做法，在归纳督察对象核心特征的基础上，由中央立法对督察对象作出一般性规

定，并留有适当的解释空间。具体而言，中央立法应将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承担生态环境保护

职责的各级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国有企业等较为明确的主体纳入督察对象范围，

在立法技术上采取“列举+概括”的方式将督察对象的认定标准抽象囊括在规范条文之中，以保持督察对

象范围认定的开放性。此时，省级立法具有复合性，可根据中央立法对督察对象范围的基本设定，根据

地方自主性要求作出灵活调整：对于中央立法已有规定的，省级立法可做进一步细化的实施性规定；对

于中央立法尚未作出直接规定的，各省根据环境治理实践认为适宜纳入督察对象范围的（如经济开发区

党工委、管委会等），应在遵循“党政同责”原则及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有机衔接基础上作出创制性规定。

（四） “中央—省”两级立法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内容的确认

目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及各省相关立法对督察内容作出了规定，但在具体内容上

同质性较高。除四川与福建等个别省份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的落实情况作为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的内容外，其余基本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的内容一致。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目的在于

督促地方党委及政府积极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如果中央与省级督察内容高度重叠，就会影响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的实施效果，有变成“形式主义”、重复检查的危险。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运行的基本

原理，督察对象主要指向下一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以及同级具有重要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相关

主管部门。在此意义上，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内容在督察实践中需要结合督察对象的环境事权配置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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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确认。与此同时，为实现“党政同责”的要求，还应进一步区分党委和政府不同环境事权，明确党委、

政府及其各自职能部门以及相应领导干部的环境职责分配。

根据央地事权划分的基本原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应当着重强化共同事权履行方面的落实。

在立法中，一方面要充分保证中央事权的执行，另一方面也要实现一定的地方自主性。具体方式应采取

“概括+列举”，围绕中央事权及央地共同事权的执行，在对主要事项（包括中央决策部署落实情况、法律

法规落实情况、环境恶化整治情况、群众反映问题整改情况等）作出确认的基础上，同时对认定督察内容

的一般性原则及标准作出明确规定。在此，省级立法可根据当地情况做相应的补充。对于省级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而言，省级立法在遵循央地事权划分的基本原理下，可以将限于特定辖区内居民受益、且适

宜由地方政府提供的事项作为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特有内容并予以立法确认。包括：该地“三线一

单”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在各个市（州）、县的整改落实情况等。以上内容属于地方的

专属立法事权，由省级立法对此作出创制性立法。

综合上述研究内容，可以得到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省”两级立法的基本框架，进而得以确立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实体性规则的基本内涵。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实体性规则的总结参见表2。

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法律法规体系中的程序性规则

随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不断向纵深发展，如何使督察运行更加规范、督察落地更加高效成为一

项紧迫的任务。众所周知，程序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素，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

别［11］（P83）。系统化的督察程序是推进和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法治轨道上健康、持续发展的基本保

证，即通过程序性规则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运行全过程都约束在法律架构之中。这同样是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规范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

总体而言，目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及各省相关规定对督察准备、督察进驻、督察报

表2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省”两级立法及实体性规则架构

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

实体要素

督察主体

督察对象

督察内容

具体内容

督察机构

督察工作人员

督察权限

外延范围

认定标准

下沉督察级别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情况

中央决策部署落实情况

法律法规政策落实情况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实情况

群众反映问题、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

情况

该地“三线一单”执行情况

基层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情

况

其他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落实的事项

立法事项归属

中央立法事权

中央与地方

共同立法事权

地方立法事权

“中央—省”立法相互关系

中央立法+实施性地方立法

中央立法+复合型地方立法

（实施性、补充性）

创制性

地方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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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督察反馈、移交移送、整改落实和立卷归档等督察工作流程作出了一般性规定，但缺乏系统性的学理

梳理，每一具体环节的督察工作方式、时限、条件与要求等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方能形成全面的督察程

序性规范体系。从法治实施的角度，如何形成全面涵盖各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程序性法律法规，需要

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方面是形成程序指引，即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实践工作的开展提供针对性、系统性

指引和规范；另一方面是形成程序规制，即有效约束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权的行使，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公众参与力度。

（一）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运行程序的阶段划分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程序性法律法规的构建需要着眼于督察运行的全过程，在对督察程序进行阶段

性划分的基础上，实现对不同的程序阶段进行区别性、针对性调整，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程序性法律

法规体系的基本框架。从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实践出发，结合目前中央及省级层面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相关规范依据的内容，本研究认为应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运行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调查核查、约

见约谈、反馈整改和责任追究，其中派驻监察还具有一个特殊环节，即驻点办公，对此需要单独进行

讨论。

基于对上述各阶段的重点工作内容的梳理和归纳，可以明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程序性规则的主要

内容。具体而言：第一，在调查核查环节，主要工作内容包括：督察机构依法对地方党委和政府环境保护

政策法规执行情况、环境质量目标落实情况、重大环境违法案件查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要求督察对象

提供有关内部管理情况，查阅、复制有关文件、档案和资料，对地方重点排污企业遵守环保法律法规情况

进行现场检查。第二，在约见约谈环节，重点工作内容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机构发现地方未按照《督

察整改意见》组织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的，该地环境问题十分突出、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恶化、未达到国家

重点任务目标考核要求的，及时向总督察报告；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按照规定对地方政府相关负责人进

行公开约谈，要求有关地方政府部门要加强监督管理，狠抓问题整改。第三，在反馈整改环节，重点工作

内容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机构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地方环境管理工作中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可

能产生严重后果的；或者环境监督管理工作中有违法违规行为，但情节较轻，未造成严重后果的，需及时

制作并发出《督察整改意见》，责令其限期整改。整改期限结束后，对其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评估和验

收。对督察进驻过程中人民群众举报的生态环境问题，被督察对象应当立行立改、边督边改。第四，在

责任追究环节，重点工作内容包括：督察组形成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清单和案卷，按照有关权限、

程序和要求移交有关部门予以问责；发现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不作为或者乱作为、导致当地环境违法违规

行为严重，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后果的，需要及时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按照程序严格追究责任，予以及时

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12］（P80）；涉嫌违法违纪的，移送纪检监察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对负有责任的地方党

政领导干部，依法依纪追究相应责任。

（二）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一般程序的规范构成

例行督察（包括“回头看”）是最核心、最基础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方式，工作流程最为全面和复杂，

构成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一般性程序。对照前述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运行的全过程，例行督察包含了

完整的调查核查、约见约谈、反馈整改、责任追究四个阶段［13］（P8）。根据不同阶段程序指引与程序规制

的法治需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一般程序的法律法规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第一，例行督察前置准备

程序规则的完善。重点包括例行督察方案的编制及报备程序、例行督察资料清单的拟定及送达程序、督

察通知的抄送及送达程序、督察信息的社会公开程序。其中，有关送达的程序应明确送达的方式及时

限，信息公开程序应充分保障相关信息的及时性和全面性。第二，例行督察启动与审批程序规则的完

善。应对单一区域和跨区域督察在程序上的差异作出区分，重点对跨区域实施例行督察的启动及审批

程序作出明确规定。第三，例行督察进驻后各项工作程序规则的完善。根据督察进驻工作的主要内容，

应重点完善以下内容：听取被督察对象工作汇报和有关专题工作汇报的时限及方式；与被督察对象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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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负责人和其他有关负责人进行个别谈话的时限及方式；资料交接、审核和核查程序；对有关地方、部

门、单位以及个人开展走访、问询的程序；公众反馈信息接受方式及具体程序。第四，例行督察反馈整改

以及信息公开程序的完善。包括：提交例行督察成果分析汇总报告的时限，具体应明确提交报告的一般

时限，包括特殊情况下经过特定审批程序的最长时限；例行督察成果分析汇总报告的审批程序，包括审

议主体及其审批方式；向被督察对象发出督察意见书的程序，包括开展督察整改、跟踪督察和后续督办

的时限及方式；例行督察成果的信息公开与社会公告程序，具体应以充分保障公众知情权为标准，明确

公告的主体、时限及方式。第五，例行督察“回头看”程序规则的完善。明确针对例行督察整改工作开展

情况、重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回头看”的程序规则，包括审批程序、实施程序、进驻程序、意见反馈

程序、信息公开程序等。每一类程序的具体完善对策应参照例行督察，不能擅自减低、简化程序标准。

（三）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简易程序的规范构成

专项督察、定点督察是针对特定问题、严重问题而对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的补充和强化，两者大

体上也涵盖了调查核查、约见约谈、反馈整改、责任追究环节，但各项具体要求相较于例行督察有所简

化，体现高效便捷的要求，属于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简易程序。根据不同环节程序指引与程序规制的法

治需求，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定点督察相关程序性法律法规应从以下方面进行构建与完善。

第一，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程序规则的完善。基于专项督察“直奔问题、强化震慑、严肃问责”的

工作要求，专项督察程序具有灵活性的特点。为避免程序的过度简化，相关部门应当明确专项督察启动

的审批程序，即必须由有权主体批准后实施。同时，还应从以下七个方面对专项督察进驻后各项工作的

程序规则进行完善：一是规范见面沟通的程序，应明确通报督察重点任务、总体安排和相关要求的时限

及方式，并及时向社会予以公开；二是规范听取汇报的程序，对听取与专项督察相关的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情况的地点、时限与方式作出规定；三是规范查阅资料的程序，规定调阅、复制有关文件、档案、会议记

录等资料的时限与方式；四是规范现场督察的程序，明确针对有关问题线索进行调查核实、现场验证的

方式；五是规范走访问询的程序，明确对有关地方、部门、单位以及个人开展走访问询的方式与要求；六

是规范线索聚焦的程序，针对根据问题线索责成有关地方、部门、单位以及个人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

明的程序性规则作出完善；七是规范约见约谈的程序，明确对有关党政领导干部实施约见或者约谈的情

形和方式。

第二，生态环境保护定点督察程序规则的完善。定点督察是针对特定区域（流域）和特定事项展开

的督察，其运作可参照例行督察的相关规则来执行，同时需完善以下方面的程序性规则：一是规范明察

暗访、调查取证的程序；对定点督察通过“四不两直”方式、深入现场进行调查核实和收集证据的程序流

程进行完善；二是规范责任倒查的程序，对开展责任倒查以厘清相关部门、单位和个人责任的具体方式

与要求作出规定；三是规范约见约谈的程序，对有关党政领导干部实施约见或者约谈的情形与方法作出

规定；四是规范跟踪督办的程序，明确对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督办的时限与方式。

（四）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特殊程序的规范构成

派驻监察是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特有的方式，目的在于充分发挥派驻机构“探头”和“前哨”的

作用，通过驻点办公监督、推进驻在部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情况。作为一项特

殊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方式，派驻监察涉及调查核查、约见约谈、责任追究环节，同时在前端还具有独特

的“驻点办公”环节，规范其运行需要特殊的程序规则。为此，派驻监察相关程序性规则应从以下方面进

行构建与完善。

第一，派驻机构介入所驻部门相关工作的程序规则。派驻机构对驻在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介

入是实现派驻监察目标的重要因素，但必须遵循相应的程序要求，需要基于派驻机构、机关纪委、党支部

纪检委员三个层级监督力量的相互协调，形成规范列席会议、定期会商、结对联系、风险联防、办案协作

等工作机制的程序性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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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派驻监察工作程序的完善，应从以下三方面进行：（1）派驻监察实施程序的完善。根据派驻监

察的派驻方式，派驻监察的具体实施程序应重点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一是对派驻区域各级党委和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有关企业开展调研、走访的方式；二是针对有关问题线索进行现场检查督导的条件与方

式；三是调阅、复制有关文件、档案、会议记录等资料的条件与方式；四是责成有关部门、单位以及个人就

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的条件与方式；五是视情况提出工作意见和约谈、挂牌督办、区域限批、问责等建

议的方式及送达程序。（2）派驻监察情况报告程序的完善。为规范派驻监察的情况报告，应区别一般情

况和重大情况，对不同情况下派驻监察机构定期向特定部门报送监察情况的时限作出明确规定。同时，

针对在派驻监察中发现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还应规定派驻监察机构与监察对象交换意见的程序。（3）

派驻监察问题处理程序的完善，应从以下方面进行：首先，监察意见的形成程序应明确监察意见的形成

期限及主要内容；其次，监察意见的印发执行程序应明确监察意见按程序报批后的执行主体；最后，对于

特殊情形下进行专文督办、通报批评、行政约谈、挂牌督办、区域限批、公开曝光的程序，应明确采取以上

措施的条件、时限与方式。

深入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采取的一项重大改

革举措，是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改变传统环境监管缺陷的重要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不

仅在执行层面对各级党委和政府施以高压，更是推动了我国环境治理逻辑和整体结构的变革。从社会

系统理论看，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本质上是对当今中国社会中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联结。系统论下的

政治与法律是现代社会分化中媒介、结构、程序、功能各不相同的、相互独立的子系统，两者之间存在既

相互分立又相互寄生的耦合关系［14］（P31）。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政治系统对环境领

域的共识与价值引导，其在自身的结构框架之下对法律系统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在明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的双重属性及总体构造基础上，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规范依据、法治功能、实体性规则、程序性规

则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讨，有助于进一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实现体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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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嵩：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及其构造探析

An Analysis of Eco-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System 
And Its Structure

Chen Haisong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Eco-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is a major reform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dopted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to strengthen the work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

tion. It bears remarkabl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practice. Marked by 

the release of the Provisions on the Work of Supervision of Central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2019, the 

eco-environment protection supervision has formed corresponding long-term mechanism, but it still needs to 

continue on the track of rule of law, from "institutionalized" to "legalization" and "systematic"; a complete 

standardized system of eco-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and system of rule of the law will ensure its further de‐

velopment. The eco-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has the dual attributes in terms of politics and law, and has the 

compound fun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gov‐

ernance, which promotes the full integration of the substantive rationality and formal rationality of the rule of 

law in eco-environment protection. The specific structure of the system includes the substantive rules and pro‐

cedural rules: the former includes such core elements as the subject, object, and content of inspection. A com‐

plete legislation for central-local-governments two-level eco-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is to be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basic principle in Constitution for the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of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

ments; the latter includes the procedural rules of general procedure, simplified procedure and special proce‐

dure, forming a complete procedural guidance and regulation through "full coverage".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legal system; standard structure; Party regulations; environmen‐

tal governance; central-loc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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